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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云南矿争研究

张　娜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清代前期云南因金银铜等矿产资源丰富而吸引了大量人口入滇开采，但至乾隆中叶出现矿争。嘉

道以来，长期大规模无序开发导致生态恶果，云南矿业呈现资源衰竭、产量下降之态，清政府顺势查封

枯竭矿源地，矿争随之愈演愈烈。到了咸丰、同治年间，以矿争为导火线而爆发的战乱使云南社会遭受

巨大打击———人口锐减、经济凋零、矿厂凋敝，矿争逐渐沉寂。战乱结束后，政府设法恢复矿政，才使

矿争得以消弭，至清末未出现大规模矿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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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是中国矿业的重要发展时期，而云南作为
重要产地之一，矿争事件却层出不穷。随着资源开

发的进程，云南矿争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发展过程，

并对清代云南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滇矿开

发很早就引起历史地理学、中国经济史、清史等学

科的学者的高度关注，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

的学术成果，但学界对于清代云南矿产的研究还主

要集中于云南铜矿业的生产性质及其兴衰问题、铜

政问题、铜铸和铜运问题、铜矿开发与西南地区关

系问题四个方面①［１］。而对于云南矿业的兴衰，目

前学界还更多是从冶矿业的角度分析云南矿业的发

展脉络②［２－４］，未曾有从资源角度探究云南矿产资源

的变迁及其引发的矿争问题的研究。基于此，本文

从清代云南矿争的视角，梳理了矿争的发展脉络与影



响，并探讨了清政府对于矿争事件的应对及其成效。

一、清代云南矿争的背景

云南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

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开矿谋利。如 “滇省从事矿业的

回民，为数颇众，富者为 ‘锅头’，贫者为 ‘厂

丁’”［５］ （“锅头”即为 “厂主”）。清代人口的大量

涌入使得矿区人丁聚集， “矿地又如市镇，聚集人

数，不易估计”［６］６３。由于人口构成复杂、各种利益

盘根错节，厂民聚居之处容易发生矿争。而矿区人

丁的聚集往往会随着矿业的兴衰而变化。“滇省矿旺

时，民多聚众，除开矿人员外，其他商贾负贩，百

工众技，不远数千里，蜂屯蚁聚，以备厂民之用，

而优怜戏剧，奇邪淫巧。莫不闻风景附，觊觎沾溉。

探丸紸箧之徒，亦伺隙而乘之。”［７］卷４４，１８然而，一至

矿衰，则弊端丛生。如嘉庆初年，云南矿厂的情况

是：“凡厂衰旺，视于众寡，来如潮涌，去如星散，

机之将旺，麾之不去，势之将衰，招之不来。故厂

不虑矿乏，但恐丁散。”［７］卷４４，２

云贵总督林则徐描述了矿区人丁散聚的主要原

因，即有利可图则人丁聚集，无利之处则一哄而

散：“近年因铜斤产薄，惟恐京运不敷，但有能觅

子厂之人，厂员无不亟令试采。若辈行山望气，日

以为常，于地力之衰旺盈虚，大都能知梗概，见有

可图之利，或以红单而报苗引，或以佥呈而请山

牌，当其朋集鸠赀，人人有所希冀，要之人事居其

半，天事亦居其半。据本地人所言，开而能成，成

而能久者，向实不可多得。然第就目前而论，如其

地可聚千人者，必有能活千人之利，聚至数百人

者，亦必有能活数百人之利，无利之处，人乃裹

足。故凡各属矿厂衰旺兴闭，地方官皆不能隐瞒，

惟设法经理之人，能使已闭复兴，转衰为旺者，实

难其选耳。”［８］４９４云南人民除耕种外，开采是其一项

重要的生计来源，矿工势必有利则赴、无利则散。

此外，开矿产业作为一种特殊产业，无论是

主事者还是从事者，大多都具有特殊、复杂的身份

背景，大部分绝非弱者。就主事者而言，“开矿是

一种投机事业，主共事者，多富有冒险犯难的精

神，势非弱类，而探矿之人，更是体强力壮”［６］６７。

而云贵总督林则徐更是认为： “查向来厂上之人，

殷实良善者十之一，而犷悍诡谲者十之九。”［８］４９９就

从事者而言，矿区作为人口集聚之地，有很多不利

于社会稳定的弊端，如 “藏亡纳叛，不问来踪，

大慝巨凶，因之匿迹，此为一害也；舍其本业，走

厂为非，剪绺赌钱，诈骗无忌，此又民之害也；流

亡日集，奸匪日滋，劫杀勾连，附彝索保，此又民

之害也”［９］。矿区各类人员杂处，匿匪藏奸，植党

分朋，在有争端和恩怨情况下，事态很容易发展扩

大。石屏人许印芳描述了矿区的人员情况，揭露临

安籍厂民结党营私、占厂肇事成为地方治安之一大

害，从中可窥见矿区人员构成的复杂，是地方治理

的一大难题：“请看采矿人，家屠本编氓；有桑不

务蚕，有田亦废耕。自少习游惰，傲狠若性生；结

党号厂客，歃血固要盟；戎装执戍器，击鼓扬旆

旌；占厂凭势力，树敌各联营；争夺起边衅，于法

当重惩。历官病
#

羸，畏虎莫敢撄。隐忍示宽大，

养痈患以成。”［１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矿区由于特殊的生活环

境，治安状况不良，因此矿民常以地缘为单位结成

矿民集团，成员互相保护，有的还拥有武器，形成

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清代云南各拥有铜银厂等州

县，经常有棍匪纠众结拜之案，又厂中有烧香结盟

之习，故滇谚有云 “无香不成厂”（香即香把会）。

矿民通过宗教组织———香把会结成了一股强大的利

益集团，“即有命盗等案，亦每拒捕殴差，以至民

气日悍，目无官长”［１１］。除了由地缘关系结成的矿

民集团外，矿区回民一般也会组成各种集团。而汉

民也不甘示弱，仰仗人多势众结成矿民集团，与其

他集团争夺矿产资源。例如，临安府建水、石屏二

县汉人便倚仗人多势众，成为多起矿争事件的肇事

方。文献对此记载说：“道光以来，云南诸厂采矿

砂丁号厂客者，类皆汉家无赖子，青布缠头，被甲

执械，扬旌击鼓，千百为群，目无法纪，官司斥为

厂匪。其人多临安府籍，亦称临匪。”［１２］卷１０６，２２林则

徐曾指出矿民集团是官府治理的难题，“其分也争

相雄长，其合也并力把持，恃众欺民，渐至藐官抗

法，是以有厂之地，不独官惧考成，并绅士居民亦

皆懔然防范”［１２］卷１０６，２４。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矿区一旦彼此发生利

益纠纷，往往容易发展成大规模的械斗。在各种利

益的纠葛下，矿区的治理困难重重。

４３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８月



二、“听民开采”与矿争的肇始

矿产的开发不仅关系着国家币制稳定和经济正

常运转，还关系着国家武器装备的优劣和军事实力

的高低，是国家的重要经济资源和军事战略资源。

因此，云南的矿业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实

际上，自元代开始，云南矿业在全国已经占有重要

地位。 《元史·食货志》记载： “天历元年 （１３２８
年），全国岁课统计，云南为数最多，其金、银、铜

课均为全国之冠。”檀萃 《滇海虞衡志》亦称：“中

国银币尽出于滇，次则岭粤花银，来自洋舶，他无

出也。昔滇钱盛时，内则昭通之乐马，外则永昌之

茂隆，岁出银不赀。故南中富足，利及天下。”清代

前期，矿业的开发是云南的重要经济支柱。

随着铸币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对铜矿的需

求也逐渐增大，铜矿渐渐供不应求，而这种供不应

求的现象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出现。马琦指出，清代

前期铜铅产量的供给量虽然在增加，但与需求量之

间仍存在差距，而铜的供给明显不足，铜铅矿产供

不应求的情形愈演愈烈，康熙十八年 （１６７９年）
至二十三年 （１６８４年）、康熙五十四年 （１７１５年）
至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年）两次 “铜荒”的出现正是

铜铅矿产供求矛盾的突出表现。［２］４３面对 “铜荒”

现象，清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以解决供不应求

的危机。

康熙年间，清政府汲取了明代矿冶业官营的各

种教训，对云南矿产开采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限制，

即实行 “听民开采”的政策，即：“清初鉴于明代

竞言矿利，中使四出，暴敛病民，于是听民采取，

输税于官，皆有常率”［１３］卷１２４，７，“夫元明或着纳金

之令，或遣开矿之使，法制未能尽善。我朝因天地

自然之利，国初时命云南开局铸钱，以便民用。厥

后封疆犬吏疏陈矿铜事宜，听民开采，委管监收铜

政、钱法”［１４］卷７３，６。

康熙二十年 （１６８１年），蔡毓荣向清廷上 《筹

滇十疏》，也提到放宽对云南矿政限制的重要性：

“滇虽僻远，地产五金，先经廷臣条议开采，部复

将可否开采之处，令督抚
$

明具题，诚重之也。臣

愚以为，虽有地利，必资人力，若令官开官采，所

费不赀，当此兵饷不继之时，安从取给？且一经开

挖，或以矿脉衰微，旋作旋辍，则工本半归乌有；

即或源源不匮，而山僻之，耳目难周。官民之漏卮

无限，利归于公家者几何哉？是莫若听民开采而官

收其税之为便也。”［１５］卷８，４３１另外，据 《大清会典事

例》记载，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年），原定云南省
属银矿，招民开采，官收四分，给民六分。到雍正

元年 （１７２３年），又 “禁云南收铜之弊，令商民得

以余铜，自行贩卖……凡有官买，悉照市秤市价，

出入划一；其额抽税铜，亦令公平抽纳，不许抑勒

商民。至产出之铜，除抽税及官买供本省鼓铸外，

有余，听民间自行分流通，毋得禁遏”［１５］卷１２，６５６。

在这样的开发政策下，云南各大矿厂云集四方

人士，有两湖、江西等外省人员前来办厂，也有受

雇进入硐嘈掘矿的云南本省汉回民砂丁，还有为矿

民贩运粮米的商人。这种于官于民均有利的 “任民

开采，设官抽税”政策，促进了云南矿业的发展，

到乾隆年间已经形成了 “滇铜丰旺” “商民采挖踊

跃”的繁荣局面。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间 （１７６５年
至１７７５年）是滇铜产量最盛时期，每年滇铜除供京
省之外，尚拨往邻者贵州以供鼓铸，同时江苏、浙

江、陕西、两广等省均相继远道而来采买滇铜。

在矿业繁荣发展的背景下，还出现了许多著名

的银厂、铜厂。较为著名的银厂有南安州 （今双

柏）的石羊、马龙，开化府 （今文山）的白牛和

永昌府的茂隆等厂；铜厂则以东川的矿山，巧家的

老厂、汤丹、茂隆，易门的万宝等为著名。此外，

矿厂还出现了雇佣劳动力。他们所受劳动报酬有两

种形式：“其初出力攻采，不受月钱，至得矿时与

铜主四、六分财者，名为亲身弟兄，其按月支给工

资，去留随其自便者，谓招募砂丁。”［１６］卷１４６，２３这种

雇佣劳动者为数者不少。

但是，在矿业发展鼎盛的乾隆年间开始出现了

矿争。矿争约起于乾隆中叶。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
年），云贵总督张允随奏称： “内外各厂，百余年

来从无不靖。”［１７］卷２６９，１１６７０至乾隆二十九年 （１７６４
年），据云贵总督刘藻奏， “因汤丹、大碌两厂，

民众聚集日众，争端易起，案件渐多，……应建监

狱一座”［１７］卷７２５，１７０９８。虽然云南矿争事件时有发生，

但清政府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矿

争事态的发展。除了在矿区建造监狱以外，康熙五

十九年 （１７２０年），清政府下令地方官应加强对矿
厂的监督和稽查，以减少事端：“著云、贵、川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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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将是否可采，如何设法稽查以防透漏，悉心妥

议具奏。”［１５］卷１２，６３７

此外，乾隆年间，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限制政

策，如规定在 “四十里内开采”，以此缓解社会矛盾

的爆发。据 《皇朝通考》记载，乾隆三十年 （１７６５
年），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奏言：“滇省近年矿厂日

开，砂丁人等聚集，每处不下数十万人，耗米过多，

搬运日众，以致各厂粮价日昂。一日且有无业之徒，

籍言某山现有矿引，可以采铜，具呈试采，呼朋引类

群向。有米之家借食粮米，名日米分，以米分之多

寡，定将来分矿之盈缩。往往开采数年无益，又复引

而之他。有米之家，希图加借，前后并还，终至矿归

乌有，米复徒耗，更或予向广员借用粮米，前后挪

掩，重利借还，负累殊深。查滇铜关系鼓铸，不容缺

乏。已开各厂，不便议停，未开各厂，正宜示以限

制。请将旧有之老厂、子厂存留示各厂四十里内开

采，四十里外不得任意私开。”［１５］卷１２，６３６

虽然矿争事件频发，但清政府认为这一时期矿

业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解决了民众的生

计问题，且这一时期的矿产资源仍然能够满足人们

的需求，如果贸然封闭矿厂，只会使无业流民更无

以为生，更容易滋生事端。因此，乾隆六十年

（１７９５年），清政府仍下令滇省各铜厂照旧开采：
“四川、湖广等省铜、铅各厂，均请照旧开采，今

滇省采办铜斤，年额仍须照旧办运，且厂民寻苗踩

获一厂，费本开挖，始能成銳获矿，若封闭停采，

即成废硐，将来开挖更为费力。况每厂砂丁不下千

计，一旦失业无归，必致流而为匪，甚或潜踪私

挖，又图私铸，是杜弊转足启弊。此事朕早虑及，

于事断不可行。所有滇省各铜厂自应照旧开采，毋

庸封闭。”［１５］卷１２，６３７

上述种种资料说明，清代前期，在清政府的

“听民开采”政策下，矿业出现过一度繁荣景象，

并早在矿业鼎盛的乾隆年间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小规

模的矿争，但还不至于引发大的动乱，云南自身的

社会秩序及资源储备仍足以应对各种出现的社会危

机，国家对于地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也阻止了大

规模矿争的爆发。

三、矿争的激化与国家治理

道光年间，官民合作进一步加强了对矿产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这一时期，清政府所设矿官，其职

权只限矿课、征购官税和对矿民进行监督与统治

等，并不经营矿业生产，而矿厂产品已有很大部分

是由民间自由贩卖的。道光二十四年 （１８４４年）
四月已巳，上谕军机大臣等： “我朝云南、贵州、

四川、广西等处，向有银厂，每岁抽收课银。厢年

以来，照常输纳，并无丝毫扰累于民。可见官为经

理，不如任民自由开采，是亦藏富于民之道。因思

云南等省，除现在开采外，尚多可采之处。著宝

兴、桂良、吴其浚、贺长龄、周之琦体察地方情

形，相度山场。民间情愿开采者，准照现开各厂一

律办理。断不可假手吏胥，致有侵蚀、滋扰、阻挠

诸弊。”［１７］卷４０４，４１３３９因此，矿区的人丁聚散较为自

由，且大多出于经济利益。这也为矿争的大规模爆

发埋下了隐患。

事实上，嘉道时期，清政府施行了任民开采、

官商合办、奖励开采等一系列经营政策，并取得了

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然而，这些在采矿上实行的

于官于民均有利的开采政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

进了云南矿业的发展，但也为矿争埋下了种子。而

随着盛极一时的云南矿业生产呈急剧衰败之势，各

地资源渐竭，生产萧条，滇铜产量下降，矿厂凋

敝，解京铜减少，清政府也相继将一些旧矿查封，

随之而来的矿争也愈演愈烈。

嘉道时期云南矿争的爆发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

但矿产资源的衰落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资源的日

益匮乏使得人民的生计难以维持，而又别无他选，

只好走上了争夺之路。道光年间云南矿厂衰弱，厂

民欠银与逃逸时间频发。据藩司赵光祖详报，“道光

二十六年份 （１８４６年），各厂员造报经放领欠银两，
逐一确查，加以分别核减，统计各厂有著民欠银六

千二十一两零，无著民欠银一万五百两零。复经委

员分查，前项无著厂欠，实因各硐开采年久，所出

矿砂微薄，厂民亏欠停歇，先后逃逸，辗转辑追，

俱已赤贫故绝，成为无著，并无滥放捏饰情弊。除

将司库扣存平余银五千三百六十两零，尽数拨调外，

实不敷银五千一百四十四两零”［８］１８８。

道光年间，矿场大减，争夺遂趋激烈。如道光

十六年 （１８３６年），“云南永北厅地方，向有银厂，
厂中有匪徒绰号孙霸王，素不安静，聚集多匪，该

省上司委永善县知县刘斯增往办，该员不能整顿厂

６３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８月



务，又复勒索众炉，人多不服，将孙霸王收为头

人，益无忌惮，该知县将伊籋，行至中途，被伊夥

党劫去，该知县动练缉籋，该匪等纠千余人，持械

拥至官署，将知县并一课长砍伤，抢去课银八千余

两，并行李等物，课长遣子具控，该知县始行禀请

动兵，该匪等复敢倚仗多人抗拒”［１４］卷４３，２７。

又如道光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年），林则徐揭露他
郎厅的矿争，这是当地金砂资源有限但私采之风盛

行从而引发的纠众互斗：“他郎通判所辖之坤勇箐

曾出金砂，因游民私采斗争，将山封闭，但金砂不

时涌现，难免去者复来，又近处勘有草皮银矿，现

亦有人偷挖，此次官为督办，必须多兵弹压”，

“访有外来滋事之匪首黄应倡，于上年十二月间未

经奉文开采，即欲恃强先来挖矿，率伙盘踞骂泥

街。该处居民被其扰害，协力驱逐。本年二月初

间，与其党邱纲，移至戛楚地方，复图占扰。”［８］５１９

面对矿产资源衰竭的矿区争端，清政府相继将

一些地方的原有旧矿查封。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年）
七月，以硐老山空封闭云南永昌府属茂隆银厂；嘉

庆九年 （１８０４年）四月，封闭云南红坡、乐吉古
银厂。此类查封旧矿的记载在 《清实录》中屡见

不鲜。上述旧矿被封闭的原因，除了 “以硐老山

空，矿砂无出”外，更重要的还是，如继续开采，

矛盾和冲突只会与日俱增，即 “若仍照旧采办，

不特虚费功课项，终归无著而案集丁夫，亦恐滋生

事端”［１４］卷４５，６。

随着清政府相继将一些旧矿查封，矿区民众的

生计问题日益凸显。由于旧有矿厂多处被撤，新开

矿源又很有限，所剩几家大矿厂家如石羊银厂、马

龙银厂和他郎金矿厂等，已明显不能容纳数以万计

生活无着落的失业矿工，而此时各地矿厂硐源已多

为官吏、豪富所垄断，加之矿井经多年开采资源枯

竭、管理不善、工费益繁，矿民多已失业，大批矿

丁流散他地生活无着，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据统计，

“嘉庆年间依铜矿为生之人，当在十五万人左右，道

光时期则降为五万，至少有十万人因而失去生

计”［６］３３１。

由于矿争事件的此起彼伏以及大量民众生计的

丧失，对矿争的治理也被提上了章程。道光二十九

年 （１８４９年），云贵总督林则徐为矿区治理制定了
四条章程，以减少矿争的发生，即 “宽铅禁，减

浮费，严法令，杜诈伪”［８］４９８。一为宽铅禁，即放

宽对黑铅售卖的禁令。以前矿厂开采中的所产的黑

铅，虽为脚料，但由于其可以制作军火，民间私下

出售会被治罪，因此均被丢弃，这加重了厂民的亏

折，现在应当准予通商，以此补厂民之亏。二为减

浮费，即裁减对矿厂的课税。云南各厂都有厂规规

定了课税，但随着矿业的发展，名目越来越多，剥

削愈来愈严重，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现在虽不能

尽数裁撤，但亦必须大减。三为严法令，即加强对

矿区出入人员的搜查，对结党作乱、扰害秩序的厂

匪处以惩罚，并严格检查来往厂上之人，对其所用

铁器，除锤凿、锅铲、菜刀准带外，一切鸟枪、刀

械全部搜净后方能准许入厂。另外，“设立枷仗等

刑具，有犯先予枷责，或插耳箭游示，期于小惩大

戒。若厂匪胆敢结党，仇杀多命，闹成巨案，或恃

众强奸盗劫，扰害平民，责令该府州厅县会同营员

立即兜拿务获，审明详定之后，请照现办迤西匪类

章程，就地请令正法，俾得触目警心，庶可惩一儆

百”［８］４９９。四为杜诈伪，即杜绝诈伪之徒哄骗钱财

的事件。滇省矿厂有狡诈之徒，经常以哄骗油米为

手段，在矿砂中择其极好净块，如俗名墨绿及朱

砂、荞面之类的矿石，作为样矿示人，以利益引诱

怂恿他人出资本承办开矿，从中牟取利益，为害颇

深。对于这种欺骗行径，政府应该首先出示谕禁，

如嗣后查获此等匪徒，更要加重惩办。

另外，道光年间，由于矿区地形及人员的复

杂，治理矿争一般主张任用熟悉厂地夷情之人员。

云贵总督臣林则徐向清廷推荐任用熟悉厂形的李德

生治理云南东川府巧家的矿厂，缘为 “该厅地连

川界，汉夷杂处，且三面皆环铜厂，最易藏碿，必

须熟悉厂地夷情之员，方足以资治理”， “
$

该员

精明干练，朴实老成，以之升补东川府分防巧家同

知，洵堪胜任。……且巧家厅亦属夷疆，兼之三面

俱环铜厂，该员处处曾经亲历，熟悉情形，于厂地

实为得力”［８］３２８。

出于矿厂人丁 “殷实良善者十之一，而犷悍

诡谲者十之九”［８］４９９，因此清政府加强了对矿丁的

控制和约束，选择殷实良善之户人为领头人，由其

招募砂丁，并进行逐层约束、互相监督，即 “窃

臣等前经访知他郎厅之坤勇箐出有矿硐，当即钦遵

渝旨，试行开采，拟选殷实良善之户作为头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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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砂丁，逐层约束，并以前此偷挖滋事驱逐复来

者，亦当访拿究办，以示惩儆”。此外，对人员编

制也有严格的规定：“会议章程十余条，并将在厂

各项人丁名册，查明籍贯年貌，详细开报，核其逐

层管束之法，每砂丁二十五人，设有丁目一名，每

丁目十人，复设丁长一名，积至砂丁一千人，另设

总头一名，而仍选立客长五名，总司稽核。”［８］４９３通

过这些规定，使彼此互相稽
$

、互相约束。

但是，这些治理政策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矛

盾，矿争依然此起彼伏。根据文献记载，自 １８００
年 （嘉庆五年）顺宁府悉宜银厂 （位于今临沧市

耿马县境内）发生汉回纷争以后，５０多年时间内
相继发生重大冲突事件达１０余次之多，如云龙州
白羊厂案 （１８２１年）、缅宁 （今临沧）事件

（１８３９年）、永昌 （今保山）血案 （１８４５年）、巧
家厅汤丹厂案 （１８４７年）、姚州事件 （１８４７年）、
南安州 （今双柏）石羊厂案 （１８５４年至１８５５年）、
昆明事件 （１８５６年）等，矿争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嘉道年间，随着云南矿业生产的衰

败及矿产资源的衰竭，滇铜产量下降，矿厂凋敝，

清政府相继将一些旧矿查封，导致大批矿民失业，

大批矿丁流散他地生活无着。这种衰败趋势已不是

仅凭地方官员的一道奏令或者朝廷下谕的一纸空文

所能制止，其社会问题日趋严重，随之而来的矿争

也愈演愈烈，成为后来咸同年间由于矿争纠纷而酿

成战乱的渊薮。

四、咸同兵燹与矿争的涨落

清代云南的冲突，主要以争夺矿产、水、土地

等资源而酿成不幸的流血事件为主，其中又以争夺

矿产资源的斗争最为突出。咸同时期，由矿争所导

致的流血事件在银厂、铜厂、金厂等山地矿厂屡有

爆发。

咸同时期，国内银贵钱贱现象突出。受其影

响，铜矿开采受到一定抑制，而金、银矿作为贵金

属难免更多地吸引开矿者的注意力。云南一些矿业

经营者为了争夺金、银矿的开采权，相继发生一系

列矛盾。如１８５４年南安州石羊银厂案因借贷私争
引起事态扩大，厂民邀约临安汉人潘德等介入争

端，爆发冲突。

此外，咸丰初年，云南绿营兵多次调往外省镇

压太平天国起义，导致省内军事管控能力下降，也

使得咸同年间矿争的愈演愈烈。吴文任总督时，

清廷传旨挑选 “云贵精兵各 ２００人，赴援两湖地
区，充实清军兵力”［１８］。贵州爆发苗民、教民起义

后，云贵总督恒春从云南抽调军队统带前往镇压，

因此在１８５６年省城的 “昆明事件”发生后，云南

巡抚舒兴阿向清廷告急称： “云南绿营兵奉调出

省，省城兵力空虚，无力控制局势，滇省官兵连年

奉调出师，所存较少，实觉不敷派遣，地方招募练

丁，亦属权宜之计，经费既虞不给，将来流弊亦

多。”［１３］据资料显示， “康熙年间，定云南绿营兵

额４２０００人，后经裁汰减额，至道光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年）为３９７６２人”［１８］，但到咸同年间云南大
起义之前，云南的兵力已大幅度下降，“咸同云南

反清大起义前绿营额设马、步战兵３７０００多人，外
调援助他省的兵员已达５０００多人”［１９］。这必然造
成省内兵力空虚，在管控民众武装抗官事件时举步

维艰，中央管控地方的能力也因此受到严重削弱。

咸丰四年 （１８５４年），楚雄石羊厂爆发了大规
模的矿争，成为了云南回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索。这

一时期，云南各地的矿争纠纷先由小规模的争斗逐

渐到地域性械斗，最后演变为全省范围内大规模的

械斗风潮。到 １８５６年 （咸丰六年）杜文秀起义

前，冲突已由偏远矿区蔓延至农村、城市，其地域

从海西大理府、顺宁府、永昌府蔓延至东川府、楚

雄府和省会云南府。

咸同战乱发生以后，在战火硝烟下，各地矿厂

凋敝，矿业进入了停滞阶段，战乱导致大规模的矿

产停办。据统计，“咸丰乱起后，云南矿厂停办者

达百分之八十。可能为军需之故而未停办，亦可能

部分停办。若以厂为单位计算，则九十九厂之中，

只有二十厂未停办，停办者约占五分之四”［６］３３２。

当时，产量最大的铜矿厂，几乎全部停挖。严中平

认为：“这十八年里各地矿硐一律封闭，云南全省

会无一斤锅之出产。”［２０］丁文江指出，自咸丰六年

至同治十三年 （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７４年），未尝炼一斤
铜，一担之铅，“又列有金厂四，银厂十八，铁厂

十三，锡厂一，朱砂厂一，全部停办。铅厂五，未

提停办者仅一。至于硝厂十六处，磺厂三处，则全

部未提停办”［７］卷４３，５。

云南从前厂旺利丰，三江、两湖、川广的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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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贾大量来滇开采，但军兴以来，户口凋零，衣食

不足，更无余钱以牟厂利，厂务便逐渐废弛。云南

巡抚岑毓英奏略：“滇省原有铜厂三十八处，向由

官预支工本。自军兴以来，厂地屡遭蹂躏，炉户砂

丁逃亡殆尽，各厂槽硐或被荒土填塞，或为积水淹

没，废弛十有九年，各厂炉舍器皿，荡然无存，油

米柴薪，无不昂贵，加以户口凋零，商贾逃亡过

半，驮马稀少，据熟悉厂务之绅士牟正昌等公
%

，

承认招募砂丁、炉户，先由茂隆、宁台、得宝坪、

万宝四厂，办解京铜一百万斤，各厂原定铜色高低

不齐，请一概照部定，改为蟹股八五成色，请酌添

铜价运费，并暂行停抽铜课等情。”［７］卷４５，７这便是

军兴以来，厂地屡遭蹂躏、矿厂废弛的情况。

战乱期间除了饥馑外，还有瘟疫的流行。由于

难民纷纷逃居于山野丛林，风餐露宿，饥寒交迫，

因此很容易招致疾病；而被困于城内者，因民众聚

集，得疾疫流行而死者亦甚重。人口的大量逃亡与

死亡，也推动了矿争事件随着战乱的发展而消失。

云南总督岑毓英奏称：“查滇省铜政情形，其艰难窘

况，实非有意料所能期者，频年以来，厂户之应召

无人，开采则大矿绝少，加以兵燹之后，疫病流行，

人畜复多损亡，作辍因之靡定，至食用之贵，炭薪

之难，日更增甚，见照变通本脚，办理且犹赔累频

呼，若再勒令改复定章，人心必为涣散。”［７］卷４５，５

战乱平定后，清政府多方设法重办矿厂，如同治

十三年 （１８７４年）滇省铜厂官督商办。而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年）由于绅商亏折甚巨，铜厂又改归为官办。
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年），岑毓英奏称：“臣思权宜之计，
本难持久，而事权不一，贻误尤属，可虑因将翁道鸿

调办采访局务，所有京铜事宜，仍责成藩司经理，并

将东川之茂隆厂、永北之得宝坪厂、易门之万宝厂该

归地方官分别经理，以符定制。”［７］卷４５，６

光绪年间对于矿政的整顿，避免了咸同兵燹之

前铜政的大部分弊端，也有效地阻止了矿争事件的

爆发或矿争事态的扩大，尤其是官商并办。光绪八

年 （１８８２年），岑毓英奏请 “拟仿照公司，广招商

民凑集股份，宽其年限。厂今拟仿照饬驻厂委员，

但经访获新山，即便备齐油米，招集砂丁以次攻

采，发堂之后再行挠蝭炉置器，所有铜斤一半归

官，一半发价收买，按旬册报藩司衙门，以备查

考。金银各厂，一律准此条约计”。光绪年间，通

过官督绅办的方法，既可富国又可裕民，人民的生

计得到了保障，矿争也才能有效缓解。

总而言之，咸同年间的战乱，虽然是以矿争为

导火索而发展起来的，但战乱的扩大也使得人民大

量流亡与死亡，矿厂凋敝，矿争随之进入了停滞阶

段。在清政府的治理下，云南矿业终于在光绪年间

得到一定恢复。而清政府鉴于前朝弊端，以及由于

矿争治理不当而引发的战乱的教训，因此整顿了对

矿务的管理方式，这从根本上阻止了矿争向恶态发

展的可能性。此后直至清末，云南再未有大规模的

矿争事件爆发。

五、结语

清代云南的矿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滇省矿

产资源的极度紧张和匮乏，这是清代以来长期大规

模开发导致的生态恶果。人民生计的丧失，必然会

走上争夺的道路，为社会的动乱埋下隐患。虽然早

在乾隆年间，已经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矿争，但由

于云南自身的社会秩序及资源储备仍足以应对出现

的各种社会危机，国家对于地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

制也阻止了大规模矿争的爆发，矿争还不至于引发

大的动乱。而到了嘉道年间，随着云南矿业生产的

衰败及矿产资源的衰竭，矿厂凋敝，大批矿民失

业，矿丁流散他地生活无着，加上清政府相继又将

一些旧矿查封，随之而来的矿争也愈演愈烈，其衰

败趋势已不是仅凭朝廷或地方官府下达的一纸诏令

所能制止。

直至咸同年间，以矿争为导火线而爆发的战乱

使云南社会遭受巨大打击，人口锐减，经济凋零。

咸同年间的战乱，一定程度上就是滇省矿产资源难

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以矿争为肇始而逐渐发展

起来的，而战乱在全省范围内的爆发也使得矿争随

之进入了停滞阶段。战乱结束以后，清政府汲取矿

争引发战乱的教训，重新整顿对矿务的管理，此后

直至清末都未有大规模的矿争事件爆发。资源是古

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重要要素，理论上这个

要素能够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但是如果开发利用

不当，对资源的争夺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乱反而会阻

碍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在对资源的利用时，还应

该统筹好资源开发的度与利益的诉求以及国家治理

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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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９，２２（３）：２７－３１．

［１６］新纂云南通志七 ［Ｍ］．牛鸿斌，点校．昆明：云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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